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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障碍与青少年及其父母手机使用关系的
研究进展

苗懿，董强利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心理卫生科，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  青少年抑郁障碍不仅与青少年自身的问题性手机使用有关，还与父母频繁使用手机的低头行为相关，后

者可能通过影响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和自尊水平间接增加其抑郁风险。文章着眼于探讨青少年手机使用方式以

及青少年父母高频率使用手机对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影响，同时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并建议通过技术干预、学校

社区及社会层面就问题性手机使用对青少年抑郁障碍进行综合预防，旨在为早期发现及提升治疗效果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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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mobile phone use among 
adolescents and their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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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lescent depressive disorders are not on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blematic use of mobile phones by adolescents 
themselves but also with the frequent use of mobile phones by their parents. The latter may indirectly increas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by affecting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their self-esteem level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ways in which adolescents use mobile phones and the impact of high-frequency mobile phone use by adolescent parents 
on adolescent depressive disorders. It als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suggests a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disorders due to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terventions， as well as at the 
levels of schools， communities， and society. The aim i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early detection and improving treatment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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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作为个体身心发育的重要阶段，

是各种心理问题的高发期［1］。全球青少年群体中

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随之而来的

疾病负担问题也逐渐显现并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在此背景下，识别和筛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风险

因素，以及实施干预性预防措施，力求通过早期

发现、诊断和治疗降低青少年抑郁障碍的疾病负

担，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2］。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4 年 3 月 22
日在京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3］（《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2 480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网络技术已经

普及至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现代家庭不可或缺

的基础设施。同时，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电子产品

软硬件的不断发展，这些设备已经在许多场景中

取代了传统计算机，逐渐成为公众接入网络的主

要方式。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和娱乐活动

可以通过手机直接实现。然而，这种科技进步并

非没有负面影响，青少年和成人的手机使用率的增

加引起了学者对其可能带来的心理影响的关注。

当前社会环境下，部分研究提示青少年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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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的发生或与其手机使用行为具有相关性［4］；

此外，众多研究也显示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发生不

仅与青少年本人的手机使用相关，而且与其父母

的高频率手机使用密切相关。本文旨在讨论上述

两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1 青少年抑郁障碍与其手机使用
状况的相关性

1.1 青少年使用手机现状

随着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手机在其原有小

巧便捷的基础上展现出了强大的功能性，已经兼

具工作、生活以及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研究显示，青少年对

于手机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微信、QQ、微博等社

交应用程序（application，APP）以及抖音、王者

荣耀等具有极强社交属性的其他类型 APP。很大

程度上，当代青少年的社交需求是通过手机来满 
足的［5］。

一方面，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当下多为独生子

女、学业压力大且课余时间较少的青少年间的同

辈社交提供了途径。另一方面，智能手机的普及

也给青少年生理、心理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2 适度使用手机

适度使用手机（moderate use of mobile phone）
指个体在使用手机时能够控制使用频率、时长和

情境，确保手机的使用不会对个人的日常生活、

工作、学习和社交活动产生负面影响［6］。

Mckenna 等［7］的网络补偿假说认为社交媒体的

合理使用可以有效增加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联系，

从而提升个体幸福感并减少个体孤独感。同时，

以 Seligman 等［8］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个体主观

幸福感的体验与抑郁发生之间存在关系，个体主

观幸福感的降低是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探究青少年通

过手机来实现的社交是否可以有效提升包括幸福

感在内的积极情绪：研究表明，青少年可以通过

在社交网络上呈现心中对于自身的最理想的形象

来提升包括主观幸福感在内的积极情绪［9］；也可

通过在网络上的自我表达、自我表露［10］来获得他

人的认可，这种认可是通过积极的线上反馈来体

现的，个体进而可获取对于自身更高的满意度［11］。

同时，通过合理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所实现

的线上互动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线下社交缺失所

导致的被支持感缺乏［12］，进而提升青少年积极的

情绪体验。积极的情绪体验是个体产生抑郁情绪

的保护因素［13］。可以预见，如何适当使用手机的

社交功能来提高青少年的幸福感，通过积极情绪

体验减少抑郁障碍的发生将是相关学者未来关注

的重点［14］。

1.3 问题性手机使用

问 题 性 手 机 使 用（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也称手机成瘾（mobile phone addiction），是

指个体在没有成瘾物质条件下，对手机使用的失

控状态，表现为过度使用手机并对个体带来心理、

社会功能损害［15］。

青少年由于其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对新鲜事

物存在强烈的好奇心，同时其自控力较成人差，

因此该群体已成为问题性手机使用的高危人群［16］。

研究显示，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发生率在全球范围

内的青少年群体中高达 25.7%［17］，并与青少年心

理健康、社会功能和学业成绩存在关联，在其中，

以抑郁障碍为代表的心理健康问题与青少年问题

性手机使用的关系密不可分［18］。

1.3.1 问题性手机使用对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影响

随着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发生率在青少年群体

中逐渐增高，学者们已将这一问题视为探究青少

年抑郁障碍发生的原因之一：Bickham 等［19］所进

行的一项运用生态瞬时评估法的纵向研究表明问

题性手机使用会导致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加重；Seo
等［20］的研究则显示了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可以

正向预测该群体抑郁障碍的发生。问题性手机使

用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机制涉及社交比较，

在社交媒体上，青少年可能会进行不健康的社交

比较，看到他人展示的“完美生活”而感到自卑，

进而影响自身幸福感，对青少年的情绪产生影响；

同时还涉及睡眠剥夺，过度使用手机可能会影响

青少年的睡眠质量和时间，而睡眠问题与抑郁情

绪具有密切联系。此外，有观点认为问题性手机

使用这一行为极有可能是通过自身孤独感的体

验［21］、对于父母婚姻关系的体验［22］等因素导致了

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升高。

1.3.2 青少年抑郁障碍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

另有一些研究表明抑郁程度越高的青少年出

现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可能性也越大［23］，这种情况的

出现主要考虑患有抑郁障碍的青少年可能使用手

机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通过长时间使用手

机来暂时缓解抑郁情绪［24］，孤独感［25］作为中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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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另外，部分患有抑郁障碍

的青少年在现实中感到社交困难，由于对自身现实

社交的不满意［26］，有可能更多地转向网络社交以寻

求认同和连接。除此之外，青少年的人格特质也

与之相关，已有研究表明在青少年抑郁障碍人群

中，艾森克人格问卷的神经质维度得分较高的青

少年更可能出现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情况［27］。

1.3.3 青少年抑郁障碍与问题性手机使用在时间

上的互相影响

目前关于问题性手机使用和青少年抑郁障碍

的研究多为横向研究，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探究

二者在时间上的互相影响。

一项为期 4 年、有 1 794 名韩国青少年参与的

针对手机成瘾与抑郁障碍的交叉滞后研究结果显

示［28］，手机成瘾和青少年抑郁障碍在不同时间段

可以互相预测，高中一年级的抑郁障碍发生可以

显著预测高中三年级的手机成瘾，同时早期的手

机成瘾也可以预测晚期的抑郁障碍发生，该研究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证实了青少年手机成

瘾和抑郁障碍存在双向关系。同时，问题性手机

使用和抑郁障碍之间的因果关系随时间双向变化，

这种现象可能的解释是，手机的使用可以给患有

抑郁障碍的青少年提供一个与他人建立联系并缓

解负面情绪的更为安全、更少社交负担的环境，

然而这种建立联系的方式会加重青少年问题性手

机使用程度。过度使用手机的青少年会持续性面

临现实人际方面的困难，进而加重负面情绪，导

致抑郁障碍的出现。另一项为期 3 年的、选取了

韩国具有代表性的数据的纵向研究表明［29］，在青

少年中问题性手机使用和抑郁障碍程度都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加重。

综上所述，青少年抑郁障碍与问题性手机使

用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因素、多

路径的相互作用。理解这种关系需要考虑到个体

的心理状态、行为习惯、社交环境以及人格特质

等多个层面。因此，预防和干预措施也需要多角

度、多策略地进行，以打破可能存在青少年抑郁

障碍与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的恶性循环。

2 青少年抑郁障碍与其父母手机
使用的相关性研究

2.1 低头行为

低头行为（phubbing）是现代科技技术提升影

响了个体的社交习惯和行为后出现的新名词，由

“phone（手机）”和“snubbing（冷落）”组合而成，

指个体因为专注于手机而忽视周围同伴或当前情

境的行为［30］。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描述一种社交现

象，即个体在公共场合或与他人互动时，将注意

力集中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而不是与周围同伴

进行交流。

父母低头行为（parental phubbing）［31］是指父

母在应该陪伴孩子的时间里频繁使用手机，导致

孩子感受到了被冷落甚至被忽略的现象。

2.2 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影响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父母低头行为已经被

视为影响青少年发展的新型家庭风险，并受到越

来越多的重视［32］。现有研究已从多角度证实了青

少年父母的低头行为是青少年抑郁障碍发生的风

险因素，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2.2.1 直接影响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父母的低头行为可以正向

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症状，父母低头行为是直接影

响青少年抑郁障碍的风险因素［33］。这些研究结果

可以用置换假说［34］来解释，置换假说认为，个体

的网络使用活动可以被取代，即置换个体在现实

生活中与周围人的交往，而这种行为会导致该个

体周围同伴的心理健康受到损害。既往大量研究

表明人际关系不佳的青少年更易出现抑郁障碍，

原因可能是当网络使用活动置换了现实生活中的

交往时，青少年容易感到社交关系的受损，进而

导致抑郁障碍的发生。

2.2.2 间接影响

关于个体低头行为增加周围同伴抑郁风险的

研究目前多集中在诸多因素所导致的间接影响，

哪些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则是近年来学者

关注的重点。

2.2.2.1 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作用

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在先前的诸多研究中被

证实是抑郁障碍的保护因素［35］。个体过度使用手

机所导致的低头行为影响了周围同伴基本心理需

求的满足，从而导致了同伴抑郁风险的增加，已

有研究报道了低头行为在个人恋爱关系、工作场

所和教育领域的负面影响［36］。

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低头行为在亲子

家庭环境中的影响，旨在探究青少年抑郁障碍与

父母低头行为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亲密需求的中

介效应，Xie 等［37］发现父母低头行为可以间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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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保护减少效应”与“风险增加效应”来增加

青少年的抑郁障碍风险，父母在家庭生活中过度

使用手机的低头行为通过增加风险因素和减少保

护因素影响孩子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度，从而造

成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发生。另外，Xiao 等［35］提出

了与上述研究相同的结论：父母的低头行为除了

可以直接对孩子的情绪造成影响之外，还会增加

孩子罹患抑郁障碍的可能性，通过基本心理需求

的中介作用加重孩子的抑郁程度。这种基本心理

需求的中介作用可以考虑通过父母教养方式来解

释：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hort-Egna Minnenav 
Barndoms Uppfostran，s-EMBU）将父母教养方式分

为拒绝、情感温暖、过度保护 3 个维度［38］。拒绝

维度通常涉及父母对孩子的冷漠、忽视及对孩子

情感表达的不响应；情感温暖维度涉及父母对于

孩子的情感接纳和支持，反映了父母在情感上对

孩子的积极回应和关怀；过度保护则涉及父母对

孩子的过度担忧和对孩子自由的限制，以及对孩

子独立性的压制。父母低头行为会使孩子感到更

少的情感温暖和更多的拒绝，从而对其基本心理

需求满足产生间接的不良影响。短期内，父母低

头行为对孩子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亲子互动的质量

和亲子关系中，但从长远来看，父母长期的低头

行为可以逐渐演变为拒绝较多、缺少情感温暖保

护的一种教养方式，进而对孩子的个性发展和社

会情感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2.2.2.2 自尊的中介作用

Cast 等［39］的自尊理论认为，个体在社会生活

中不断对自身进行评价是建立自尊的过程，这一

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个体的自尊水平。研究表明，

自尊水平对于个体情绪有着较大影响，低自尊的

个体更易出现消极的情绪体验，进而增加个体出

现情绪问题的可能性［40］。低自尊是青少年罹患抑

郁障碍的重要预测因素［41］。一项针对中国中学生

的研究表明，父母低头行为会通过降低青少年的

自尊水平而增加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发病风险［42］。

亲子关系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是青

少年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并会对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亲子关系的

质量是影响青少年抑郁障碍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体来说，一段令人满意的亲子关系能够提供给

个体安全感、被接受及认同感，这些都会促进自

尊水平的提高，这与上文中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

年抑郁障碍的影响中的自尊因素相符合。这意味

着，当父母能够给予青少年足够的关注和支持时，

青少年的自尊水平会得到增强，从而降低青少年

抑郁障碍的发病风险。与之相反，根据上文提到

的置换理论，父母对于孩子的关注被低头行为取

代时，父母与子女间的有效沟通会减少、家庭间

的联系与互动受损，进而导致青少年内化问题的

发生，如出现焦虑、抑郁等症状。

3 改善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状况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

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青少年对

于手机的使用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智能手机为

青少年提供了社交的便利，有助于提升幸福感和

减少孤独感［43］；另一方面，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

用与抑郁障碍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家庭本身的

影响外，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对青少年抑郁障碍

和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不容忽视，需要多学科、

多角度地全面理解这一现象，如何在多个层面上

共同改善青少年问题性使用手机现状，使手机等

电子产品对青少年的心理变化发挥出正向作用是

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3.1 家庭层面

父母应营造良好温暖的家庭氛围，增进亲子

关系，加强父母与子女间的有效沟通，了解孩子

使用手机的原因，针对原因进行交流［31］。同时父

母可防微杜渐，在青少年出现过度使用手机的迹

象时及时介入，尽早指引青少年采用正确的手机

使用方式，例如固定时间使用及 APP 的选择；及

时和孩子共同寻找健康的替代活动，例如户外运

动等。

3.2 学校及社区层面

学校及社区可提供更多的关于数字素养与心

理健康的教育，例如学校可鼓励由不同学历背景

的教师组成的师资团队进行相互协作、优势互补，

共同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及研究工作，

利用大数据分析包括学生学习成绩、行为习惯在

内的信息，精准判断每个学生的心理特点和需

求［44］，从而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案

和手机使用方案［45］。在发现问题时及时与青少年

的父母沟通，协作解决问题。社区可以整合当地

教育资源，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活动场所，使

得青少年可以在课余时间参与各种活动，减少手

机的过度使用时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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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技术及社会层面

在技术层面，产品开发应更加注重用户的心

理健康和个性化，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分析

青少年的手机使用模式，为个体提供定制化的干

预建议，同时，利用相关技术进行青少年手机使

用行为的检测与干预［47］，例如应用程序或在线平

台，早期发现高危人群以预防抑郁障碍的发生。

在社会层面，政府部门可根据相关政策，限制青

少年接触可能引发负面情绪的网络内容。

4 改善父母低头行为

父母低头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结合与全科医学中的家庭治疗理论以及

心理治疗中的家庭干预技术［48］，通过改善父母低

头行为进而降低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发病率，或帮

助提升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治疗效果将成为未来关

注的重点。

4.1 改进家庭教养方式

父母低头行为可以理解为家庭教养方式的一

种具体体现，父母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可以通过

有意识地减少低头行为，进而改善教养方式来减

少自身对孩子情绪问题的负面影响［49］。具体做法

包括增加对孩子的关怀，注重满足孩子的基本心

理需求，促进更健康的家庭互动和亲子关系，维

护孩子心理健康［50］。

4.2 改善亲子关系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孩子沟通的基石，

对于减少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父母的屏幕使用时间与孩子的屏幕使

用时间有显著关联［51］，父母可通过自我调节，减

少自身在孩子面前使用手机的时间，为孩子树立

正确的电子产品使用榜样，父母的榜样作用有助

于优化亲子关系；同时，家庭内可以共同制定规

则，建立“屏幕时间”与“亲子时间”的界限，以

促进父母与孩子间的交流与互动，进而提升亲子

关系质量。

5 结语与展望

本文综合分析了青少年抑郁障碍与手机使用

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了青少年自身手机使用状

况以及父母手机使用行为（低头行为）对青少年抑

郁障碍的影响。青少年抑郁障碍与问题性手机使

用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关系，这种关系可能通过

社交比较、睡眠剥夺、孤独感等多个因素发挥作

用。父母的低头行为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罹患抑

郁障碍的风险，还可能通过影响基本心理需求和

自尊水平等中介因素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这背后父母教养方式与亲子关系质量发挥着重大

作用。通过针对上述部分因素的改进，可有效改

善青少年抑郁障碍和问题性手机使用的现状。此

外，本文对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及其父母低头

行为提出了干预策略，首先，通过家庭层面、学

校及社区层面、技术及社会层面改善青少年问题

性手机使用状况；其次，通过改进家庭教养方式、

改善亲子关系来减少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心理

的影响。在未来，研究者可着眼于更多相关因素

及其作用机制的探索，并针对性提出相关改善方

法，通过各个层面的协同合作，共同努力，全方

位地为青少年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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